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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环境下反腐信息媒介接触对民众

清廉感知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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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提升民众的清廉感知是新时代廉政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巩固党执政基础的现实指向。在新

媒介环境下，以议程设置理论为视角来分析当前反腐信息呈现特点，发现其具有海量化、即时性、差异性、浅

层化和娱乐化等特征。新媒介既提供给民众多样化获取反腐信息的渠道，又通过反腐信息媒介接触来影响

民众清廉感知形成。当前反腐信息媒介接触存在三个“二律背反”问题，即多元化与极端化并存、积极性与

消极性并存、趋同性与对抗性并存，这些问题降低了民众清廉感知。民众清廉感知形成受到多重机制影响，

分别为反腐信息议程框架影响机制、廉洁心理认知机制和廉洁行为决策机制。基于上述三重影响机制，民

众的清廉认知、态度和行为需要从优化反腐信息议程设置、精准投放正面反腐信息和健全反腐信息分类管

理制度等方面来共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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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腐败治理问题高

度重视，反腐全方位发力取得并巩固压倒性胜利。

然而，密切关注反腐问题的广大民众却没有对强有

力的反腐工作给予相应的高度评价，清廉感知保持

较低水平。如袁柏顺在 2015年通过对湖南省C市

1000名民众调查发现，民众认为C市贪污腐败现象

“非常普遍”和“比较普遍”的占 84.2%，认为反腐总

体上非常有效的只有 17.25%[1]。相似地，倪星等对

G省5398位民众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民众对中央

反腐满意度为 80.55%，对G省满意度为 75.47%[2]。

这种与反腐成果背离的现象引起我们高度关注。

追本溯源，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当前民

众的清廉感知水平较低，对反腐最终胜利信心不

足。学术界研究一再证明，民众清廉感知不仅是

实现腐败有效治理的关键性因素，也是政党合法

性与国家政治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石[3]。如何有效提

升民众的清廉感知已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话题。

清廉感知是一种复杂的主观感受、判断，受到

多重因素影响。学术界现有研究可以概括为“四因

素”说：第一，“腐败经历说”，强调自身腐败经历对

清廉感知的影响。倪星等认为，有过腐败经历的民

众对政府反腐败工作的评价较差、清廉感知水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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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4]。Ricardo Gonzalez等认为，个人行贿经历与腐

败感知紧密相关 [5]。Li Hui&Meng Tianguang发现，

腐败经历加强了腐败感知，降低了民众对政府反腐

努力的正面评价[6]。第二，“腐败认知说”，强调民众

自身的腐败认知判断对其清廉感知产生的影响。

Loukas Balafoutas分析了廉洁信念对腐败行为的影

响，提出民众对政府廉洁或腐败的信念程度影响其

对公职人员的清廉感知 [7]。公婷等发现，对腐败概

念定义越严格的人腐败容忍度越低[8]。第三，“反腐

绩效说”，强调反腐败绩效对清廉感知的影响。

Soonhee Kim发现，韩国民众对政府的反腐评价低，

导致他们清廉感知水平低，进而加剧他们对政府的

不信任感[9]。杜治洲提出民众对反腐绩效的满意度

会显著影响他们的清廉感知水平 [10]。肖汉宇等指

出，香港市民对廉政公署反腐工作的高认可，促成

他们的高清廉感知和低腐败容忍 [11]。第四，“人口

统计学特征说”，强调性别、年龄、收入水平等对清

廉感知的影响。从性别角度看，女性较之男性可

能拥有更高的伦理标准和行为标准，因而其腐败容

忍度更低 [12，13]。从年龄角度看，年龄越大的民众腐

败感知水平越低[14]。从收入水平看，孙宗锋等认为

高收入群体的腐败容忍度更高[15]；倪星等提出，收入

差距与腐败容忍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收入差距

越小，民众的腐败容忍度越低[16]。

在民众清廉感知的形成过程中，反腐信息承担

着引导舆论评价与引领价值认知的重要作用，却又

是一个在反腐研究中被长期忽视的重要因素[17]。反

腐信息根据来源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四类：第一

类是官方反腐新闻信息，包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报纸杂志等传统官方媒体发布的反腐新闻；各级纪

检监察部门、检察院、法院等权威部门发布的反腐

新闻、公告、通告等；新华社、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

微博、官方短视频平台以及学习强国等官方App等
新媒体官方渠道。第二类是非官方网络反腐信息，

包括非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短视频平台、门户网

站及各类新闻App。第三类是网络群聊及朋友聊天

等小道消息。第四类是娱乐化反腐信息，包括各类

反腐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小说等，如2022年热播的

电视专题片《零容忍》引发全民关注反腐话题。民

众主要是通过对这四类反腐信息的媒介接触来了

解中国的反腐败工作进程、决心与态度，进而形成

自身的清廉感知。在新媒介环境下，反腐信息传递

的是党和国家打击腐败的决心，反腐信息的大量曝

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震慑作用，一方面能够加

强党政干部廉洁从政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对潜在

的腐败分子产生威慑力，为反腐败工作取得最终胜

利提供坚实的基础。

近年，西方学者把媒介接触理论引入清廉感知

研究之中，他们认为民众清廉感知的形成是民众对

外界与腐败相关信息接触、获取、思考与评价的过

程[18]。最早关注反腐媒介接触的Michael J.Robinson
提出“由于（媒体）对各种腐败案例的广泛报道，民众

会形成一种政府与官员都是不诚实的从而根本不值

得信任的观念”[19]，进而提出著名的“媒体抑郁论”。

Zhu等也认为随着媒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和更多腐

败丑闻的揭露，民众更多感受到的是腐败的严重

程度与对政党和政府的不信任感[20]。Manoli Argyro
Elisavet等认为，社交媒体在传播反腐信息方面所

起的作用已超越传统媒体，直接影响民众的清廉感

知[21]。国内关于反腐媒介接触与清廉感知的相关研

究较少，散见于陈旻等对性别、信息接触差异与腐

败治理评价之间的研究[22]，郑小荣等对审计公开与

腐败治理关系的研究[23]。因此，以媒介接触为切入

点与突破口，深入挖掘这一“黑箱”，有助于我们在

新媒体时代全新的舆论环境下，通过优化与重塑反

腐信息媒介接触来有效提升民众的清廉感知，从而

起到重塑反腐舆论环境、净化政治生态，增强民众

反腐败胜利的决心。

二、新媒介环境下反腐信息的多维呈现与民众

媒介接触特点分析

（一）基于议程设置理论的反腐信息呈现

议程设置理论是解释新闻信息议程如何影响

民众认知的重要理论。该理论最早由沃尔特·李普

曼（Walter Lippmann）提出，他认为新闻媒介会影响

“我们头脑中的图像”[24]。议程设置是通过新闻主题

选择、立场表达、细节描述、情感态度传递和写作风

格特点来共同影响民众的认知与判断。议程设置

的功能有“0/1效果”和“知觉模式”，即大众传媒报道

或不报道某个议题，对某个议题报道的频率和强

度，这些都会影响民众对该议题的判断与认知 [25]。

新闻议题的不同侧重点与呈现方式，对某些内容的

刻意凸显或有意淡化处理，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强

··46



化或弱化民众的已有认知，从而影响他们的态度和

行为。

在新媒介环境下，通过新闻媒体的反腐议题打

造与特定传播，民众阅读反腐信息后产生对腐败的

认知，经过认真思考后形成自身的清廉感知。基于

议程设置理论，分析当前反腐信息呈现情况发现有

如下特点：第一，反腐信息呈现具有海量化、即时性

特点。海量化体现在反腐信息 24小时全天候在各

类媒介平台上大量涌现，如微博热搜及热点话题

榜、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海量化反腐信息使

广大民众扩大了反腐知情权。即时性体现在媒体

遵循新闻报道“24小时黄金法则”，一旦拥有反腐新

动态，很多媒体都会同步跟进、争取第一时间发声，

关注、转帖、评论等让广大民众增强了反腐参与

度。第二，反腐信息呈现立场态度具有差异性。这

种差异性表现为当前反腐信息供给异质性立场态

度，既有立场态度坚定的正面宣传，又有价值中立

或模棱两可的中性报道，还有一些歪曲丑化的负面

信息。异质性反腐信息造成民众认知的差异化。

第三，反腐信息呈现具有浅层化特点。当前的反腐

信息多是一种简短性、描述性报道，缺乏对腐败案

件背后形成原因的深度探讨，对造成腐败问题的体

制机制缺乏深度剖析。这让民众仅停留在简单的

知晓层面，难以对反腐信息进行深度思考与理性认

知。第四，反腐信息呈现过度娱乐化倾向。在一些

反腐败报道中，部分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追求流量，

摒弃了反腐新闻的严肃性，使用戏谑式语言来渲染

反腐事件，使严肃的反腐事件变为娱乐狂欢，也使

一些民众以猎奇式心态来阅读反腐信息，弱化已有

的清廉认知。

美国新闻评论家李普曼认为：“新闻媒介的报

道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外部世界的总体认知，人们通

过新闻媒介提供的事实来了解外部社会。”[26]民众对

反腐败工作的具体情况并不熟悉，反腐信息客观上

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因而反腐信息实际上成为民

众形成清廉感知的重要来源。而反腐信息多维化

呈现又造成了正确清廉认知形成的困难。特别是

在新媒介环境下，信息受众往往通过对媒介呈现的

反腐信息进行置换性分析①，将反腐信息所呈现出

的违规违法事实在头脑中自行推断并形成腐败严

重化的逻辑推论，这将冲击民众已有的清廉认知，

甚至起到恶化清廉感知的负面效果。

（二）反腐信息的媒介传播渠道

1964年，著名的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提出了“媒

介即信息”的观点，他认为媒介传播渠道本身的介

质特征对人们接收信息、形成认知和行为都具有重

要影响 [27]。媒介作为人们获取反腐信息的重要渠

道，在人们清廉认知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深刻影响人们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决策。

新媒介环境革新了信息传播与媒介接触的常

规范式，颠覆了原有单一的传播形态，呈现出一幅

媒体“去中心化”和传播“多层次化”新图景。媒介

的多元化选择对信息受众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

不同受众基于媒介对反腐信息的认知与体验也呈

现出异质性。杨丽娜对山西省科级干部媒介接触

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在干部获取信息渠道方面，网

络使用率为58%，报纸和电视使用率均为21%；在日

常媒介使用方面，网络为 81%，电视为 72%，报纸为

60%[28]。卢春天等对西北地区青年农民媒介接触调

查发现，青年农民的电视接触率最高，为 93.4%；其

次是报纸，为74.8%；接下来依次是手机、杂志、广播

和网络[29]。朱松挺对杭州市三所高校大学生信息获

取的媒介接触情况进行调研发现，大学生群体每天

平均使用手机时间为 106分钟，使用电脑为 54分

钟，看报纸和杂志的时间分别为 12.5分钟和 8.3分

钟，手机使用时长远远高于其他媒介[30]。由此可见，

当下民众媒介接触具有明显的群体性差异，多数民

众更倾向于使用新媒介来获取与阅读信息，新媒介

日趋成为他们接触信息的首选平台。

不同的反腐媒介接触渠道会对信息受众已有

的清廉认知产生不同的影响，导致信息受众清廉感

知出现差异化特征。以大学生群体为分析对象，李

成涛通过调查四川省部分高校大学生获取反腐信

息媒介渠道发现，74.9%的大学生选择“电脑、手机

网络等新媒体”，65.7%的大学生选择“报刊、广播、

电视等传统媒体”，只有 32.9%的大学生选择从“同

学、朋友间的交流”中获取反腐信息[31]。当被问及对

不同媒介的信任程度时，朱松挺对浙江大学生群体

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信任程度存在群体差异性，如

被问及“新闻媒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时，

41.6%的大学生认为新闻媒体是“提供新闻传播信

息的工具”，30.7%的大学生认为是“社会公共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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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被问及“对网络信息是否信任”时，22.3%的学

生选择“不会完全相信，会选择通过其他途径鉴别”，

56.8%的学生选择“网络信息鱼龙混杂，无法判断”，

11.8%的学生选择“小道消息，完全不值得信任”，选

择“完全信任”的仅占5.6%[31]。在新媒介环境下，民

众对反腐信息的获取渠道更加多元、迅捷，但不同

媒介接触渠道对同一反腐信息认知与信任程度却

表现出差异性。这也说明，反腐信息媒介接触渠道

是一个在民众清廉感知形成过程中需要被重视的

重要因素。

（三）民众反腐信息媒介接触的“二律背反”

在新媒介环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是人们获取反

腐信息的主要渠道，人们通过媒介接触到形形色色

的反腐信息，会在有形无形之中影响到自身的清廉

感知。新媒介环境为民众提供多元化反腐信息接

触渠道和差异化反腐信息内容，民众接触到反腐信

息并对其进行阅读与思考，产生点赞、评论、转发等

参与行为，或引发其情感共鸣，或产生“沉默的螺

旋”现象。在新媒体时代，差异化的反腐信息与多

样化的媒体接触对民众清廉感知的形成与塑造能

够带来不同影响。

新兴媒体既给予民众多维获取反腐信息的渠

道，又通过多元化的反腐信息呈现来影响民众清廉

感知。当前的反腐信息媒介接触存在三个“二律背

反”现象，削弱了其正确引导反腐绩效评价的功能，

也降低了民众的清廉感知。第一，多元化与极端化

并存。当前反腐信息立场态度呈现出正面、中性和

负面三种态势，反腐信息传播渠道呈现官方渠道与

非官方渠道并存的情况。在多元化发展势头下，官

方与非官方网络媒介发布的反腐信息鱼龙混杂，表

现出高频率、严肃性、政治性以及娱乐化、情绪化与

低俗化等两极化倾向。身处在反腐舆论旋涡中的

民众易受到反腐信息两极化影响，广泛的接触与阅

读引发其复杂的认知和情绪，部分信息受众对腐

败问题的批判上升至对国家政策的否定与不满，

从而不利于其形成正确的清廉认知。第二，积极

性与消极性并存。民众高频率接触正面的反腐信

息可以给他们带来积极效应，促使其参与政治热

情高涨，从而有利于正确反腐态度的形成，相反，

高频接触负面的反腐信息则带来消极效应，一些

民众对反腐持冷漠态度，甚至还表现出明显的厌恶

感。如周莉等对 2013—2016年间 32件反腐大案的

101699条新浪微博评论态度进行量化分析后发现，

其中情绪化表达高达63.02%，直接表达厌恶情绪的

为 42.19%[32]。第三，趋同性与对抗性并存。在反腐

媒介接触过程中，一部分民众通过微博、微信公众

号以及抖音短视频等平台接触到正面反腐信息，能

够感受到党和国家进行反腐败斗争的决心与力

度，促使其产生向廉洁奉公楷模们学习的动力，积

极参与反腐败斗争，从而产生廉洁趋同性行为。与

此同时，网络媒介反腐信息鱼龙混杂，一些负面的、

娱乐化的反腐信息喧宾夺主，以“标题式”反腐新

闻夺人眼球，吸引流量，诱使一部分民众产生对反

腐参与的漠视或不作为态度，甚至表现为参与腐

败犯罪的对抗性行为。当前不当的反腐信息媒介

接触不仅弱化了我们党和国家反腐的成效，而且

降低了民众的清廉感知水平，更有甚者成为部分青

年追捧、效仿的对象，导致近年腐败犯罪呈现年轻

化特点。因此，优化与重塑反腐信息媒介接触刻不

容缓。

三、反腐信息媒介接触对民众清廉感知的影响

机制

（一）新媒介环境下反腐信息议程框架对民众

清廉感知的影响机制

信息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时起到巨大的作用，

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已成为民众认知世界、选择

决策、做出行动的重要依据，也影响着民众认知、态

度与行为 [33]。与此同时，媒介技术进步衍生出的权

力嬗变催生出“媒介分权”，也促使“媒介反腐”兴

起。新兴媒体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在网络反腐舆

论场域中，由于舆论表达更加自由多元，在传播与

评论当前反腐问题时用语更加犀利、文风更加诙

谐，也吸引更多的受众参与。根据心理认知的相

关理论，民众对反腐信息的媒介接触会影响自身

的清廉感知，但反腐信息如何通过心理认知去影

响其清廉感知呢？不同类型、不同渠道、不同环境

下的反腐信息媒介接触对受众心理认知、态度和行

为决策产生怎样不同的影响呢？这些还需要进一

步分析。

1.反腐信息议程框架对民众清廉感知的影响

民众通过反腐信息媒介接触形成的清廉感知

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一是信息类型，二是媒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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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渠道。在新媒介环境下，反腐信息由不同信息发

布部门通过对信息“主题选择、价值定位、情绪表达

与结果披露”来设置反腐议程，并选择相应的传播

渠道进行发布。在反腐信息议程框架构成要素中，

反腐信息类型、信息发布部门、传播渠道、信息信任

度、舆论传播控制力等因素均对民众的清廉感知产

生重要影响，具体如表1所示。

根据表 1可知，反腐信息根据信息发布源头可

以分为官方反腐新闻、非官方网络反腐信息、反腐

小道消息和反腐娱乐化信息。其中，官方反腐新闻

信息以高权威性、高信任度成为反腐信息的首选发

声源，但是对民众清廉感知的影响效果较弱，这就

需要官方主流媒体创新反腐信息呈现方式，扩充反

腐信息受众范围，增强反腐舆论影响力。反观非官

方网络反腐信息、小道消息和反腐娱乐化信息，其

信息触达能力强、舆论传播范围广，但信息可信度

低，舆论传播控制力较弱，虽然对民众清廉感知影

响强，但亟须加强信息监管与舆论引导，

以营造风清气正的反腐舆论场域。

2.反腐信息传播环境对民众清廉感

知的影响

民众的清廉感知是外部的反腐信息

环境与个体内部的既有信念在心理认知

作用下相互博弈的过程，其本质是心理认

知系统对外部环境信息刺激作出的心理

反应，进而引发信息受众认知、态度及行

为等变化[34]。在新媒介环境下，反腐信息

传播环境对民众清廉感知的影响机制如

图1所示，具体过程为：第一，反腐信息作

为重要的外部作用源，会冲击民众已有的

清廉认知，促使他们在阅读、思考反腐信

息过程中产生相应的廉洁心理认知反应，这种反应

包括显性的认知反应和隐性的认知反应；第二，认

知主体已有的清廉认知受制于心理认知系统对外

界反腐信息的接受程度，同时又在不同类型反腐信

息的影响下调整着自身的廉洁心理结构，这种结构

包括清廉认知、反腐态度和廉洁行为等要素；第三，

廉洁心理反应和廉洁心理结构又共同受到外部不

同类型反腐信息的

影响，促使民众生

成新的清廉认知。

新媒介环境下的外

部反腐信息对这三

方面都产生一定的

影响。

（二）反腐信息

对民众廉洁心理认

知的影响机制

认知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提出了心理生活空

间（life space）概念，指出“每一个行为取决于个体的

状态，同时也取决于环境”[35]，并将人的行为决策视

为个体主观认知因素和客观信息环境因素相互作

用的结果，其中个体的需求、欲望、动机等主观因素

是激发人行为的基础，信息、制度、文化等客观环境

是激发人行为的条件。勒温提出了如下的心理认

知公式：

B=f（PE）=f（LS）
其中B表示行为，P表示行为主体，E表示环境，

表1 反腐信息议程框架对民众清廉感知的影响因素

信息类型

官方反腐新闻

非官方网络
反腐信息

反腐小道消息

反腐娱乐化
信息

发布部门

国家权威部门

公司、个人、境外媒体

社团、个人、境外媒体

影视公司、出版社、
杂志社、个人

传播渠道

传统媒体、新媒体

新媒体、自媒体

人际传播、传统媒体、
新媒体

传统媒体、新媒体、
自媒

信息
信任度

高

低

低

低

舆论传播
控制力

强

强

弱

中等

对受众清廉感知的
影响程度

弱

强

强

强

图1 新媒介环境下反腐信息对民众清廉感知影响机制

已有清廉认知

廉洁心理反应 廉洁心理结构新
媒
介
环
境

新
媒
介
环
境显

性
隐
性

认
知

态
度

行
为

新生成清廉认知

反腐信息 反腐信息

反腐信息 反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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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表示心理生活空间。即行为取决于人与环境之

间相互影响后生成的心理生活空间[36]。

我们把勒温的心理认知理论引入到清廉感知

的反腐信息媒介接触研究中，发现反腐信息可以对

信息受众的清廉感知形成心理认知影响。信息受

众一方面以反腐信息的传播者身份向反腐舆论空

间中其他信息受众传播自己的清廉认知与反腐态

度；另一方面又以反腐信息的接收者身份从社会舆

论环境中获取反腐信息，并结合自身已有认知来形

成新的认知与态度，从而在整个反腐信息传播过程

中不断更新自身的清廉认知与判断。

1.信息受众对反腐信息的解读影响其对清廉感

知的判断

这种解读既受到自身教育背景或者知识框架

的影响，也与个体腐败经历或者见闻密切相关。受

众接触反腐信息之前的清廉感知程度属于已有认

知判断，受众对新的反腐信息的解读会影响其已有

认知结构，清廉感知的新判断就是新认知结构变化

的结果性呈现。信息受众在接触反腐信息时会通

过对信息内容的解读、线索的解读、观点的解读、情

绪的解读等，形成对清廉感知的新认知结构。

2.信息受众的认知类型影响其清廉感知的判断

借鉴心理认知理论的相关知识，本文依据受众

对反腐信息的需求、已有认知结构、信息内容偏好

和认知强度等差异将信息受众划分为信息主导型、

认知主导型、双重主导型和直觉主导型四种类型。

这四类信息受众在接触反腐信息媒介传播时，会产

生不同的清廉认知结果，具体如表 2所示 [34]。由此

可知，不同类型的信息受众面对同一个反腐信息时

会产生差异化认知，因而要求我们在进行反腐信息

传播时要根据信息受众特点进行分类投放与管理。

信息主导型受众的清廉认知。信息依赖又可

以细分为事实依赖型和观点依赖型两种。观点依

赖型主要指受众倾向于信赖接触到的反腐信息观

点，直接接受反腐观点，进行清廉认知。事实依赖

型要动用更多的认知资源，会根据传播的事实信息

推导出背后暗含的逻辑主线，进而得出思考后的清

廉认知结论。从当前的反腐信息呈现特点来看，反

腐描述性报道占据主体地位，海量化反腐信息的不

间断呈现会强化信息依赖型受众的腐败犯罪严重

化感知，从而降低这类民众的清廉感知。

认知主导型受众的清廉认知。认知主导型受

众在接触并解读反腐信息时会将信息内容与传递

的情感与已有情感认知进行匹配，不过多在乎信息

自身正确与否，而是将反腐信息表达的情感视为强

化自身已有认知的支持性证据。因而，当媒介呈现

的反腐信息与其已有认知相一致时，这类信息受众

可以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反之，当纠正自己的已

有认知时也会产生一定的排斥心理。当前反腐信

息中负面信息占据主体位置，且存在着娱乐化、低

俗化等倾向，因而，这样的反腐信息往往强化了认

知主导型受众头脑中已有的官员腐败广泛且严重

的认知判断，不利于其清廉感知的提升。

双重主导型受众的清廉认知。Axelrod等认为

受众在双重主导型类型下认知反应的结果取决于

已有认知和信息的一致性程度，如果两者相符合，

那么两者在认知系统中的信任度就会相互提高，反

之则相互降低[37]。双重主导型受众的已有认知具有

开放性特点，解读反腐信息的目的是“求知”，而不

是维护已有认知，他们会根据解读结果修正自己的

已有认知判断，因而，不断更新反腐信息呈现会对

这类信息受众清廉感知判断起到重要作用。当下，

新闻媒介聚焦于“小官巨贪”“情妇反腐”“边腐边

升”“带病提拔”等反腐舆情的负面评价性会给双重

主导型受众带来清廉感知认知困惑，进而影响其清

廉感知。

直觉主导型受众的清廉认

知。前三种认知类型偏理性，直觉

主导型属于感性的认知类型。国

外学者 Stanovich 通过研究发现，

直觉主导型受众在接触信息时会

调动直接感官将信息内容与此时

的情境和心境进行捆绑式储存。

事件记忆的程度又受到记忆线索

认知类型

信息主导型

认知主导型

双重主导型

直觉主导型

基本特征

高度依赖信息

高度依赖认知

中度依赖信息和认知

高度依赖直觉

认知成本

高

较低

较高

低

认知结果

根据信息修正已有认知

根据认知加工信息强化认知

根据信息调整认知强度

建立新的认知

表2 不同类型信息受众对反腐信息认知的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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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记忆痕迹清晰度的影响，也就是事件提供

的线索越明确、记忆痕迹越清晰，认知形成就越深

刻[38]。张晓依对《南方都市报》2013—2016年期间的

反腐新闻报道进行分析，发现该报反腐报道年均发

文达302篇，其中反腐新闻标题中“二奶”“情妇”“不

雅视频”“大肆卖官”等带有贬义的刺激性词语高频

出现，刺激了直觉主导型信息受众的感官，也恶化

了他们的清廉感知[39]。

（三）反腐信息媒介接触对民众廉洁行为决策的

影响机制

社会建构论认为，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与感

知是建立在信息“拟态环境”基础上的。在当前的

反腐舆论场域中，民众长时间不间断地通过多样化

媒介平台接触反腐信息，他们的清廉认知在这样的

“拟态环境”中形成，反腐败态度和行为决策也会随

之变化。对民众而言，他们的清廉感知来源于所接

触到的反腐信息，包括官方反腐新闻信息、非官方

网络反腐信息、小道消息以及娱乐化反腐信息。在

反腐信息议题中，媒体通过对反腐事件相关材料进

行结构化整合与选择性报道，并通过媒介化加工以

及采用相应的叙述手段将其转化为流通的反腐信

息投放给民众，在此过程中重塑了人们的清廉认

知。同时，媒介的突出报道、

案例分析加深了人们对反腐

败工作的理解，进而影响到个

体的反腐态度和行为决策。

在新媒介环境下，反腐信

息媒介接触对民众廉洁行为

决策影响机制如图 2所示，具

体过程为：反腐信息媒介接触

对民众廉洁行为决策的影响

可以划分为反腐信息发布层、

接触层、态度层和行为层四个

层级。在反腐议程设置下反

腐信息通过信息发布者有意

识地进行主题选择、立场表

达、细节描述等被投放至新媒

介平台，民众得以接触到不同

类型的反腐信息。当民众通

过媒介接触到的反腐信息正

面价值引领作用大于负面消

极暗示时，会表现出正面反腐态度，对此类民众政

府要对其行为进行鼓励；当频繁接触中性反腐信息

时，民众易表现为漠视不作为的态度，对于此类民

众，政府要进行积极的行为引导；当民众高频率接

触负面反腐信息数量大于正面反腐信息数量时，

此类民众易产生腐败严重化心理认同，态度上倾

向于消极腐败，对于此类民众，政府要实施行为惩

治。这四个层级形成了反腐信息发布—媒介接触

—反腐态度—廉洁行为的有机链条，并在反复循环

过程中形成了反腐的宏观政治生态环境。一旦清

正廉洁的政治生态环境形成，也会反过来进一步促

进廉洁信息的生成与传播，从而起到提升民众整体

性清廉感知的效果。由此可见，有效的反腐信息媒

介接触是阻断腐败循环发生的重要环节，也是夯实

反腐败斗争民意的核心要素。

四、新媒介环境下提升民众清廉感知的路径选择

在新媒介环境下，虽然反腐信息以海量化、即

时性、差异性、浅层化和娱乐化的方式呈现，但从反

腐信息议程设置到传播媒介选择再到媒介接触等

环节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亟须以优化反腐信

息呈现和媒介接触为着力点来提升民众清廉感知，

铲除腐败滋生的社会环境土壤。

反腐信息舆论导向 优化反腐信息舆论导向

媒介接触

主题选择 立场表达 细节描述 情感传递 风格特点

行为层

态度层

接触层

发布层

行为鼓励

积极反腐

行为引导

漠视

行为惩治

消极腐败

正面 中性 负面

政府

媒体

民众

图2 反腐信息媒介接触对民众廉洁行为决策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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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化反腐信息议程设置，提升民众的清廉

认知

在媒介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部分反腐信

息在关注视角上向低俗化偏移；在反腐议题选择

上，贪腐犯罪揭丑多于廉洁行为宣扬；在价值定位

上，歪曲丑化的负面信息传播多于正面宣扬的廉洁

信息，甚至形成所谓贪腐新闻报道的“张二江现

象”②，这既不利于民众形成正确的清廉认知，也严

重违背了反腐新闻的报道初衷。要改变这种现状，

需要优化反腐信息议程设置。

首先，媒体人要强化职业操守，从源头上提供

优质且真实的反腐信息，优化反腐信息议程设置。

媒体人在反腐报道过程中，对贪腐新闻报道的视角

要由鞭笞转变为预警，由扒粪转变为廉洁人物、事

迹弘扬。因此不仅要如实披露犯罪事实，更要分析

腐败问题的症结，分析贪腐现象背后的制度性原

因，预防腐败犯罪的再次发生，还要以正面宣传廉

洁信息为主，主动过滤掉博眼球的标题式的负面反

腐信息，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反腐信息。其次，新

闻审核机关要加强对反腐信息内容的审核。需要

从源头入手，加大对“标题党”反腐信息的审查力

度，凡是夸大、失真的反腐信息一旦发现就对其新

闻发布单位进行严肃查处，并责令在其网站或者报

纸醒目位置刊出整改声明。再次，反腐信息内容上

要由侧重腐败案件报道转向主动宣扬廉政文化。

当前腐败犯罪报道充斥着各大舆论宣传阵地，使受

众形成信息轰炸后的眼球疲劳与腐败严峻的认知

固化。新闻宣传媒体应该在反腐信息内容呈现上

适当减少腐败案件的曝光频次，更多使用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优秀廉政故事、老一辈革命家的廉洁家

风、新时代廉洁奉公的时代道德楷模、人民群众自

己创作的优质廉洁文化作品等，以喜闻乐见又接地

气的廉政文化来占领反腐舆论主阵地，推动民众了

解客观全面的反腐案件及反腐进程，从而促进其形

成正确的清廉认知。

（二）精准投放正面反腐信息，推动民众形成积

极的反腐态度

在新媒介环境下，信息发布的即时性加快了反

腐信息传播速度，信息扩散的共享性扩大了反腐信

息受众范围，信息评论的互动性提高了反腐信息受

众关注度，而信息审核“把关人”的缺位增加了反腐

信息失真的可能性，信息发声身份的隐匿性弱化了

反腐信息发布门槛，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又稀释

了反腐信息的身份界别，加之反腐信息因涉案人员

身份的公权性、调查工作的保密性与民众参与的有

限性又增强了它的神秘性、热点性、猎奇性，使反腐

信息的多重性模糊了人们的价值判断，降低了民众

的清廉感知，也加剧了群众对党和政府官员的不信

任。因此，如何针对不同认知类型的信息受众精准

化投放正面反腐信息，成为当前学术界重点研究的

热点问题。

第一，加强主流媒体反腐议程设置，精准设定

反腐新闻框架结构。在当前的反腐信息传播环境

下，主流媒体要根据民众个体化的反腐信息需求来

设定并优化反腐信息议程框架，提升反腐信息内容

生产的专业性、影响力和话语权，就要围绕反腐事

件进行精准设定，借助多维视听模式和传播渠道打

造矩阵化传播格局，提升反腐新闻事件的丰富度、

影响力和感召力，凸显议程设置功能，从而达到引

导反腐舆论的重要作用。第二，针对不同认知类型

的信息受众，捕捉其阅读反腐信息的个人偏好，为

其个性化提供反腐信息内容。媒体应根据信息主

导型、认识主导型、双重主导型和直觉主导型四种

受众的特点，依托大数据技术深度挖掘这四种信息

受众的个体阅读偏好，构建信息受众个人画像，绘

制符合其阅读偏好的反腐信息内容。第三，发挥不

同媒介传播优势进行反腐信息的精准投放。媒体

要善于利用算法推荐技术，推动反腐信息生产模式

变革，将反腐信息个性化分发应用于信息的各个生

产环节，锚定反腐信息的标题和内容，根据民众的

信息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个性化推送，实现反腐信

息内容的精准细分，不仅要精准化推送受众感兴趣

和想了解的反腐信息，又要推送有利于塑造受众正

确价值观的反腐信息，引发受众情感和态度上的转

变，推动民众形成积极的反腐态度，助力我国反腐

倡廉取得更大进步。

（三）健全反腐信息分类管理制度，促进民众践

行廉洁行为

当前全媒体快速发展，呈现出新旧媒介并存的

“多元性”图景和不同媒介交叉渗透的“融合性”样

态。在此环境中，民众由最初的反腐信息传播的接

收终端发展至反腐信息传播的各个环节参与，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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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推动力量。由前面分析可知，反

腐信息的发布部门、传播渠道、信息可信度和舆论

传播控制力对民众清廉感知的影响程度各异，最根

本的原因在于反腐信息来源的不同。民众接触到

不同类型的反腐信息，对个人的清廉认知、反腐态

度及廉洁行为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因此，需要健全

反腐信息的分类管理制度，以发挥各个反腐信息类

型对民众廉洁行为的促进作用。

在官方反腐信息的管理上，官方媒体应坚守

“权威声音、主流价值”的目标定位，以通俗易懂的

语言高扬正义之声，摒弃刻板的官方媒体形象，建

立和新兴媒体的良性互动，及时对偏激反腐舆论或

谣言进行正本清源，更好地发挥反腐信息“传达者”

和“梳理者”的优势，在波谲云诡中引领反腐舆论的

正向走向，高频率地向民众传达正面的廉洁文化，

促使民众形成积极反腐的态度，从而推动民众廉洁

行为的践行。在非官方网络反腐信息的管理上，非

官方媒体需要优化反腐信息内容供给，提高反腐信

息内容的质量，摒弃恶性竞争、无意义的议题设

置。一方面，重视反腐信息的真实呈现。在充分利

用大数据、VR等新技术以及短视频、VLOG等新形

式对反腐信息进行创造性呈现时要以信息真实性

为原则，尊重信息受众，以人为本，舍弃抓噱头、拼

流量等行为，真实地呈现反腐事件的本来状况。另

一方面，要树立正确的反腐价值观。非官方媒体要

自觉承担起媒体的社会责任，具备专业素养和职业

道德，追求长远发展，不断更新优化反腐信息内容，

为社会树立正确的廉洁文化导向。对于“丑化”“娱

乐化”等价值立场模糊的、简单描述性的反腐信息，

政府对其要加强行为引导，使民众的反腐态度由漠

视不作为转为积极参与。在小道消息管理上，努力

减少虚假消息和小道消息滋生、传播对民众清廉感

知的影响。一方面，需要对自媒体平台及门户网站

加强监管，切实提高其反腐信息报道的真实性，从

源头上防止谣言的突然出现和快速传播；另一方

面，要建立健全谣言预警应对机制，设置专门机构

和人员进行人工监控，提高甄别反腐谣言的实效

性。对待发布反腐虚假消息的不良媒体以及恶意传

播者，政府要及时进行惩治。在反腐影视剧的管理

上，要以优秀的影视制作团队来打造高水平反腐电

视剧、电影、网络剧等作品，通过多渠道呈现将腐败

危害具象化，从而提升民众反腐参与意愿，促进民

众廉洁行为践行。

注释：

①这里置换性分析指的是信息受众利用反腐信息

提供的腐败数量形成对腐败的感知数量，然后再把

感知数量置换成对实际腐败数量的论断。

②“张二江现象”指的是由张二江个案折射出来的

现象，是违规谋取权力的代名词。曾经的湖北省某

市委书记张二江因“吹、卖、嫖、赌、贪”五毒俱全，被

称为“五毒书记”，其违纪违法的事件被媒体冠名为

“张二江现象”；后来，张二江在监狱里著书立说，获

得 6年减刑提前出狱，引起公众质疑，形成了新的

“张二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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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Anti-corruption Information Media Contact on People’s
Perception of Incorruptibility under New Media Environment

Du Xiaoyan，Zhang Jiangnan
Abstract: Improving people’s perception of incorruptibility is an important goal of building a clean

government in the new era，and also the realistic direction of consolidating the party’s ruling foundation. Under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rrent anti-corruption in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enda setting theory，and finds that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quantification，immediacy，
difference，superficial and entertainment. New media not only provide diversified channels for people to obtain
anti-corruption information，but also affect the formation of people’s perception of integrity through the contact
of anti-corruption information media. At present，there are three“antithesis phenomena”in the contact of
anti-corruption information media，that is，the coexistence of diversification and extreme，the coexistence of
positivity and negativity，and the coexistence of convergence and antagonism，which reduce the perception of
integrity of the public. The formation of people’s perception of incorruptibility is influenced by multiple
mechanisms， including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anti-corruption information agenda framework，
incorruptibility psychological cognition mechanism and incorruptible behavior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Based on the above three influencing mechanisms， the public’s awareness， attitude and behavior of
anti-corruption need to be improved from the optimization of anti-corruption information agenda setting，
accurate release of positive anti-corruption information and improve the classified management system of
anti-corruption information.

Key words：New Media Environment；Anti-corruption Information；Media Contact；Clean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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